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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告主要简述了名称的摹状词理论以及克里普克的因果历史理论。克里普克通过对前者的质疑，表明专名是严格指示词而摹状词是非严格指示词；专名有指称而没有涵义，专名的指称是由因果历史链条所决定。通过这两种主要的名称理论的分析，我论证了如下观点：（1）符号只有经由语言主体将其与对象建立联系，才成为名称；（2）名称是对象的符号化代表，名称的指称对象包括客观对象和思维对象；（3）名称的涵义是对象特征在语言公共体思维中的表征，是人们对对象的认知，名称的涵义是识别其指称对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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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名是诸如“中国”、“鲁迅”、“黄河”等自然语言中的专有名词；通名是诸如“国家”、“人”、“河流”等自然语言中的普遍名词；专名和通名统称为“名称”。两种关于名称的主要理论：名称的摹状词理论和名称的因果历史理论，均由密尔的名称理论发展而来。
密尔在其《逻辑体系》中用了《名称和命题》与《论名称》两章讨论了名称及其意义的相关问题。他将名称进行了一定的分类：例如分为实存的(real)和想象的(imaginary)，普遍的(general)和个体的(singular)，具体的(concrete)和抽象的(abstract)，有内涵的(connotative)和无内涵的(non-connotative)等等。其中，有内涵的名称可以指示事物或性质，例如，“河流”是有内涵的，“白色的”是有内涵的，可以指白色的纸，雪花，浪花等所有白色的事物。而没有内涵的名称只能指示一个事物。例如，“黄河”“约翰”“伦敦”“英格兰”等。

密尔主张，专名只有指称功能而没有内涵。“专名是没有内涵的名称，因为它们仅仅指称那些被称作某个名称的个体，而不能表明归属于这些对象的任何性质。”
人们在命名时，可能是出于一定原因，但是一旦命名行为完成之后，名称则独立于这些考虑因素，成为指称被他命名的对象的一种标记。例如，我们之所以用“达特茅斯”（Dartmouth）这个名称去描述英格兰的某一个地方，是因为它位于达特河的河口。但是如果达特河改变它的流向，使达特茅斯不再位于河口，我们仍然可以正当地称这个地方为“达特茅斯”。即使这个名称使人联想到被它命名的城市位于达特河的河口，但是位于达特河口并非“达特茅斯”这个名称意义的一部分。说达特茅斯并不位于达特河口的人并非自相矛盾。

弗雷格、罗素修正了密尔关于专名没有内涵的主张，他们认为如果一个专名使用正确，那么它就确实仅仅是一个缩写的或伪装的限定摹状词，由此他们发展了关于名称的摹状词理论；而特根斯坦、塞尔等人在此基础上主张更精致的版本——簇摹状词理论；克里普克、普特南等人则采纳密尔关于专名的观点，发展了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理论。
一、名称的摹状词理论
名称的摹状词理论首先由弗雷格、罗素提出，后由维特根斯坦、丘奇、塞尔等人加以修正和发展。
对于密尔主张专名没有涵义只有指称这一观点而言，存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怎样才能确定，一个特定的说话者所使用的名称的指称对象是什么。当指称对象在场时，我们可以用实指的方式确定某些名称的指称；而当指称对象不在场时，我们怎么确定指称对象呢？

名称的摹状词理论者通过“涵义”搭建名称与其指称对象的关系。我们对名称指称对象的确定是根据我们对于他们的了解而决定的，而这种认知可以通过语言加以表达。因此，名称是有内涵的，我们可以给出一种限定摹状词，以确定满足该摹状词的名称的指称对象。

对此，弗雷格认为，专名
的指称是一个确定的对象，专名的涵义是思想的一部分，可以由描述其所指对象的特征的摹状词给出。

对于专名的涵义而言，他指出：“一定还有些东西与专名结合在一起，它们与被表达的对象不同并且对于含有这个专名的句子的思想至关重要。我称这样的东西为专名的意义。正象专名是句子的一部分意义，专名的意义是思想的一部分。”
 “指号，它的涵义和它的所指之间的正常联系是这样的：与某个指号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涵义，与特定的涵义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所指”。因此，他主张专名是通过其涵义与其指称对象发生关系的。
弗雷格主张，a=a与a=b的认识价值不同的形成只能由于符号的区别相应于被表达物的给定方式的区别。
因此，被表达物的呈现方式或者说人们对指称对象的描述方式就是专名涵义的表达。在此意义上，专名的涵义可以由描述其所指对象的特征的摹状词给出。因为，同一对象可以用不同的摹状词来表示，所以弗雷格允许对同一专名的涵义做出不同的理解，“只要命名的对象始终是同一个人，在涵义上的这些差异是可以容忍的”。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涵义既可以理解为“柏拉图的学生”，还可理解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形而上学》的作者”等等。

罗素在继承弗雷格观点的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探索，他区分了逻辑专名和普通专名。罗素主张，逻辑专名应该被限定为是直接的感觉材料的名称，而感觉材料是有某个特定的人在他经验的特定时刻获得的，这个人可以用指示词“这”或者“那”来指这种感觉材料。这种纯粹的指示词就是逻辑专名。它没有内涵，不表达任何属性，只是具有指称功能。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无法亲知个别对象，我们无法亲知专名“亚里士多德”所指称的亚里士多德本人，而是了知有关他的一些描述，“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形而上学》的作者”等。因此，“看来是名字的其实都是摹状词”。由此，罗素主张“亚里士多德”实际上不再是一个专名，而是一个伪装的或缩略的摹状词，具有描述功能，通过描述对象特征而获得指称。

但是弗雷格和罗素的主张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已由弗雷格本人提出：“就‘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专名而言，关于它们的涵义，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为摆脱这个困难，维特根斯坦主张是：“我们不能用一个特别的摹状词去替换名称，这的确不是日常语言的缺点；情况就是这样。我们用以与这个名称发生联系的，实际上是整整一族摹状词。”

塞尔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为了使一个名称用来指称一个对象，必须要有对该对象的某种独立的表征。这可以通过感知、记忆、限定摹状词等，但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意向内容，以便识别出该名称被赋予了哪一个对象。” 
 
因此，塞尔也主张，一个名称的指称并不是由单一的摹状词，而是由一簇或者一组摹状词来确定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名称的指称就是满足了该摹状词中的足够数量的大多数的摹状词的那个东西。

通过以上简述，名称的摹状词理论可以概括为：名称都具有内涵（connotation）和外延（extension）。人们依据名称的涵义（sense）而识别对象，名称的内涵是思想的一部分，可以由一个或一簇摹状词来表达。因此摹状词是识别名称指称对象（referent）的根据。
二、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
20世纪60年代，克里普克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角度提出了历史的因果的命名理论。他主张名称是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因此没有涵义。名称的指称是从命名仪式确定，以名称的使用者为传播链条而传递。人们可以通过回溯名称的历史的、因果的传递链条来确定其指称，因此不需要意义描述作为中介。

首先，克里普克主张专名是严格指示词。他指出“如果一个指示词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指示同一个对象，我们就称之为严格的指示词；否则就是非严格的或偶然的指示词。当然，我们并不要求这些对象存在于一切可能世界中。”
“当我使用严格指示词这个概念时，我并不意指被指称的那个对象必然存在。我的意思只是说，在所谈论的那个对象确实存在的任何可能世界中，我们用所提到的那个指示词指称该对象。在该对象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说，那个指示词没有所指，所谈论的那个被如此指称的对象不存在。”

就此，他提出了直观的检验：虽然一个不是1970年美国总统的人有可能是1970年的美国总统（例如汉弗莱），但绝对没有一个不是尼克松的人可能成为尼克松。同样的，如果一个指示词在对象存在的任何地方都指示这个对象，那么这个指示词就严格地指示了这个对象。而“1970年的美国总统”指示了某个特定的人，即尼克松；但是另一个人（例如汉弗莱）有可能成为1970年的美国总统，而尼克松则可能不成为1970年的美国总统，因此这个指示词就不是严格的。专名是严格的指示词，因为虽然这个人（尼克松）可能没有成为总统，但他不能不成为尼克松（虽然他有可能不叫“尼克松”）。在论证“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非严格指示词、“亚里士多德”是严格指示词时，克里普克说：“虽然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可能不被称作‘亚里士多德’，就像2×2可能不被称作‘4’一样，但假设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成为亚里士多德这一点则不是真的［……］。而且，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亚里士多德不曾教过亚历山大大帝，但是这些并不属于他原本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情况。”

实际上，克里普克有关严格指示词和非严格指示词的区分涉及他所主张的本质主义。摹状词之所以是非严格指示词，是因为它们常常描述对象的某些偶然的非本质的属性，某对象失去其某些非本质属性而其他对象具有该属性的可能情况是可以设想的，因此，摹状词的指称对象有可能发生变化。而专名所指称的对象不可能不是该对象，这实际上就假定了专名总是反映一个事物自身的同一性。这样严格指示词与非严格指示词的区分就与克里普克本质主义建立起联系。由于涉及面太广，在此不广述。

第二，克里普克主张专名有指称，名称的指称不是由一个或一簇摹状词给出的，而是由因果历史链条所决定。一个婴儿出生后，他的父母给他起了一个名字，通过各种各样的谈论，这个婴儿的名字在社会共同体中一环一环地传播开来，一旦在这个链条某处的一个人使用了这个名字，那么他实际上是根据这个链条确定了该名字的指称对象。克里普克认为：“举行一个最初的‘命名仪式’。在这里，对象可能以实指的方式来命名，或者借助摹状词规定名称的指称对象。当这个名字沿着链条一环一环传播开来时，听说这个名字的人往往会带着与传播这个名字的人相同的指称来使用这个名字。如果我听见了‘拿破仑’这个名字，而认为它是我的宠物小土猪的名字，我就没有满足这个条件。”
 
克里普克之所以否认名称的指称对象是由一个或一簇摹状词给出的，是因为如果名称与某个（某簇）摹状词意指同一个事物，那它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指示词，因为其他对象在另外的可能世界中也可能具有这样的特性。因此，当我们把“亚里士多德是师从柏拉图的最伟大的人”作为一条定义，那么，“亚里士多德”这个名称就是指“师从柏拉图的最伟大的人”。当然在另外的可能世界中，这个人或许并未师从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可能是另外某个人。
如此，则违背了克里普克的专名是严格指示词的主张。

有些专名是没有指称对象的，对于“哈姆雷特”和“圆的方”之类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指称对象的名称是否有指称呢？如果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指称，那名称是如何建立的呢？
克里普克主张，我们并不是说“哈姆雷特”是一个空名，而是说“哈姆雷特”是一个虚构人物的名称，这就为该名称提供了一个指称对象。克里普克主张，这个指称对象并不是像魂灵一般的实体或者纯粹可能的实体——而是在这个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一种特定类型的实体。
它们的存在是一个关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如果某些虚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的角色被创作出来，那么，一个虚构人物就会存在。虚构角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因为人们的活动而存在的抽象实体。就虚构对象在现实中是否存在而言，克里普克主张，这并不在于是否有人唯一地满足这个故事所说的条件，而在于故事与现实的人物之间是否存在历史联系。因此，就一部给定的作品来说，它究竟是关于一个虚构角色的还是关于一个真实人物的，这是一个诉诸经验调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所以，按照克里普克的看法，虚构名称的指称对象也是通过名称的传递链条可确定的。

第三，克里普克主张专名没有涵义。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实际中都指称同一个对象，因此，专名直接指称对象，不需要涵义做中介。

（1）名称不需要涵义而能够确定指称。这是因为，名称是“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指称同一个对象，他们作为常函数，固定了名称与相应指称对象之间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关系。
由此可见，克里普克主张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只涉及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对相应对象的任何了解和知识无关。
例如，克里普克举出了一个极端例子：一位数学家的妻子偷听到她的丈夫在咕哝‘南希’这个名称。她不知道南希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李群（物理学中的特殊连续群）。虽然她对名称没有任何了解，但这不影响她把‘南希’的用法当作命名的一个事例，她仍然能够把“南希”用作一个名称去指称某个东西。

克里普克主张，弗雷格在两种意义上使用“涵义”一词。他既把一个指示词的涵义看作确定其指称的方式，又把涵义看作它的意义，而这两种看法都是克里普克所反对的。

（2）专名的涵义不是确定其指称的充分必要条件。
一是，一个不满足摹状词的对象不一定不是专名的所指。这是因为专名指称的对象在其存在过程中包含无限多的可能性，但无论哪一种可能性成为或者不成为现实，都不会是该对象不成为该专名的指称对象的情形。
例如，人们通常认为皮亚诺是“发现了几条说明自然数序列性质公理的人”，但实际上，更早的发现者是戴德金。因此，虽然事实上，皮亚诺不是皮亚诺公理的发现者，他不是这一摹状词的指称对象，但无论如何皮亚诺仍然是皮亚诺，是“皮亚诺”的指称对象，他不会因为上述可能性而不是同一个人。
此外，我们通过摹状词的表述有可能产生不出任何对象，即没有任何对象满足所给出的那些描述中的全部或大多数。例如，克里普克谈到，有《圣经》学者断言，《圣经》所谈到的约拿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关于他的谈论或描述几乎全都是错误的
，那些描述是关于一个真实人物的虚假描述，但“约拿”这个名称仍然指称约拿这个人，尽管他不满足《圣经》上关于他的那些描述。还可以设想，摩西可以不做《圣经》上归于他的所有事情或大多数事情，但不能由此推出摩西不存在，或“摩西”这个名称没有所指。
因此，克里普克主张，作为名称的意义或部分的意义一个或一簇描述对于确定名称的所指来说是不必要的；有可能不满足那个或那簇摹状词的东西仍然是该名称的所指。
二是，一个满足相应摹状词的对象不一定是专名的所指。
当我们通过摹状词的表述产生出错误的对象时，那么满足那个或那些摹状词的对象不是名称的所指，而不满足那个或那些摹状词描述的对象却可能是名称的所指。例如，哥德尔的一位朋友施密特证明了形式化算术的不完全性，但他不幸早逝，哥德尔得到了他的手稿，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于是，尽管哥德尔满足摹状词“证明形式化算术的不完全性的那位聪明人”，但并不是它的真正所指，它的所指事实上是施密特。我们用它去指称哥德尔的用法是错误的。
由此，克里普克论证说：一个摹状词甚至是一簇摹状词都不是识别一个名称的所指的充分必要条件。克里普克的上述论证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专名是严格指示词，他们作为常函数，固定了名称与相应指称对象之间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关系，
名称与指称对象的关系只涉及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而与我们对该名称、名称的指称对象是否有所认知是否正确无关。而一个摹状词的语义所指是恰好事实上满足该摹状词的那个对象，而不是我们的语言共同体认为该摹状词所适用的那个对象。因此，不满足摹状词的对象不一定不是专名的所指；满足摹状词的个体有可能不是该名称的所指，而是另一个名称的所指。
（3）就专名的涵义是否等同于意义而言，克里普克主张摹状词不是名称的涵义的的一部分，专名并不与一个或一组摹状词同义。在确定名称的指称对象时，摹状词只不过是临时手段，而非名称的同义语。
他指出：“所用的摹状词与借助于它所引入的名字并不是同义的，只不过是借助于它来规定名称所指的对象罢了。在这点上，我们的观点不同于通常的描述论者的观点。”
比如，假如认为“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的同义词，那么“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这句话仅仅就是同语反复。但其实不然，它表达的是那个曾经教过亚历山大大帝的事实，而这个事情可能被我们发现是不真实的。因此，“当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不可能是该名称的（涵义的）一部分。

三、从语义角度反对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
克里普克的专名理论核心是将专名看作严格指示词，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语言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与语言使用者无关。我看来只有当我们把一个符号和一个对象建立了指称与被指的关系后，我们才会将此符号称为“名称”。 识别名称被赋予的指称对象，需要语言使用者有足够的意向内容。
首先，一个符号只有经由语言主体将其与对象建立联系，才成为名称。我认为出现在文字中、言谈中以及思维中的名称，是文字符号、声音符号或图像符号。例如，当我看到“ཀར་ཁར་གར་ངར།”
的时候，对于这个文字符号所表示的意思或者它所指称什么，我一无所知。同样的道理，当一个不懂英语的人听到“Nancy”这个发音的人，他也不会知道这个声音是纯粹的一个噪音还是名称，不知道它会是一个人名、动物名、植物名或是其他什么东西。因此，名称和对象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关系，当我们把一个符号和一个对象建立了指称与被指的关系后，我们才会将此符号称为“名称”。因此，命名、名称的传播和交流是建立在语言使用者对名称、名称的指称对象有所认知的基础上。
克里普克主张，虽然数学家的妻子对“南希”这个名称没有任何了解，但这不影响她把“南希”当作命名的一个事例。
因为名称是严格指示词，名称与相应指称对象之间在所有可能世界中的关系是固定的，这只涉及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与我们对相应对象的任何了解和知识无关。但这并不符合我们的语言常识和直觉。如果数学家的妻子对南希是什么一无所知，那她怎么会知道这个声音是纯粹的一个噪音还是名称？怎么会知道它会是一个人名、动物名、植物名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所以，专名不可能自动指称其对象。
第二，名称是对象的符号化代表，名称的指称对象包括客观对象和思维对象。

（1）名称是对象的符号化代表。

克里普克主张在一个婴儿出生后，他的双亲给他命名。通过各种的谈论，名称在社会共同体中一环一环地传播，形成一个链条。这就是说，在最初的命名仪式上，人们确定名称及其指称对象的关系。
然而，在一个婴儿被命名为“亚里士多德”之后，这个对象本身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婴儿的亚里士多德、儿童的亚里士多德、青年的亚里士多德和老年的亚里士多德，无论从细胞、骨骼、身高、长相等生理结构亦或家庭环境、学习环境、所做事业等外部环境都有很大变化。虽然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这个对象不断在发生变化，而他的名称“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变化，但我们却认为，这个变化的对象还可以被称为“亚里士多德”。
因为事物是刹那变化的，所以如果我们给一个变化的对象建立一个名称，则当对象发生变化之后，这个名称就会失效。而如果我们给对象建立不同的名称又是不现实的。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我们的思想世界没有将不变的名称与变化的对象相联系，在思维中使名称代表对象，那么我们是无法建立名称并谈论对象的。例如，昨天的北京大学与今天的北京大学并不完全一样，在这两天内，北京大学里发生了完全不同的事情。因此，如果名称直接关联指称对象的话，应该在每一天、每一分、甚至每一秒都有一个“北京大学x”作为专名唯一指称那个时刻变化着的北京大学。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始终认为这是“同一个亚里士多德”。这种原因何在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名称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我们在思想世界中依靠思维确立的。名称仅仅是事物的代表，所以当我们书写“太阳”这个符号时，当我们言说“太阳”时，当我们心里浮现太阳的形象时，无论外面的太阳存在与否，对我们来讲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从这个角度上，所谓命名，是从一个比较粗大的概念来讲，
名称并不是对象本身，并不能反映对象的变化与性质，而仅仅是语言共同体在思维中建立的对象的符号化代表。
（2）名称的指称对象包括客观对象和思维对象。
克里普克主张，专名是严格指示词，在所有可能世界都指称相同的对象，专名的指称对象是沿着名称的传递链条能够回溯到的那个对象。然而“哈姆雷特”的指称是什么呢？如果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指称，那名称是如何建立的呢？
克里普克主张，“哈姆雷特”是一个虚构人物的名称，这就为该名称提供了一个指称对象，其指称对象的存在是一个关于现实世界的问题。如果某些虚构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中的角色被创作出来，那么，一个虚构人物就会存在。虚构对象在现实中是否存在而言，克里普克主张，这并不在于是否有人唯一地满足这个故事所说的条件，而在于故事与现实的人物之间是否存在历史联系。所以，按照克里普克的看法，虚构名称的指称对象也是通过名称的传递链条可确定的。

按照克里普克的主张，我们沿着历史传播链条可以找到“贾宝玉”的指称对象——曹雪芹所撰《红楼梦》里的主人公。因为《红楼梦》已经被创作出来，所以“贾宝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指称对象。然而，如果再进一步追问，曹雪芹是对谁命名的呢？无论他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生活原型进行改编或者纯粹主观编撰，这个命名对象肯定带有曹雪芹的个人意向，不完全是客观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曹雪芹在其思想世界中建立“贾宝玉”这个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贾宝玉”指称曹雪芹思维中对象。
所以，我们的将不变的名称与变化的对象相联系，在思维中使名称代表对象，由此我们建立名称并借由名称谈论思维中或客观世界中的对象。
第三，名称是对象的符号化代表，名称的涵义是对象特征在语言公共体思维中的表征，我们通过名称的涵义识别其指称对象。
克里普克主张，我们命名之后，名称在社会共同体中一环一环地传播，形成一个链条。如果在这个链条某处的人使用这个名称，那么他实际上是根据这个链条来确定名字的指称对象的。
实际上，摹状词理论者和因果论者都承认名称通过因果历史链条。但把他们区隔开来的分歧是：“在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是什么”以及“名称如何与其所指相关联”这两个问题。很显然，在交流过程中，人们所传播的不只是名称，而是名称加上与该名称约定关联的某些东西。对于摹状词理论者来说，与名称约定关联的东西是“涵义”（即摹状词，或识别对象的方式）；对克里普克而言，与名称约定关联是“对象”。另一个问题是：名称如何与其所指相关联？弗雷格宣称，存在着某种中间环节，即“涵义”；塞尔主张我们的表征必须居于名称和所指之间；但克里普克认为，不存在中间环节，名称是直接指称的。
对于诸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孔子”这样的历史人物的名称而言，我们不可能直接接触这些历史人物，我们关于他们的种种了解都是从历史典籍、文献、传说中的描述得来的。我们不可能没有描述，看到、听到这些名称就能够直接确定其指称对象。语言不是一个抽象的系统，能够自动地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从而指称外部世界的对象。
塞尔主张：“为了使一个名称用来指称一个对象，必须要有对该对象的某种独立的表征。这可以通过感知、记忆、限定摹状词等，但是必须要有足够的意向内容，以便识别出该名称被赋予了哪一个对象。” 
塞尔认为，所谓“意向内容”，包括使用一个名称去指称某个对象的意图（Intention）、关于该对象的知识网络（Network）和背景（Background）等。
例如，当我们向一个从未听说过亚里士多德的人介绍“亚里士多德”时，我们不会仅仅说“亚里士多德”，那个人心中就会自然显现亚里士多德的形象甚至特征。我们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描述，例如“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伟大的哲学家”等等。因此，我们对指称对象的识别是需要给出描述的。这些以摹状词形式出现的描述，可以说是对名称指称对象性质和特征的表达。这些描述进入我们的思想中，在思想世界中建构我们对对象的理解，它们与名称结合成为其涵义。
克里普克反驳说，“亚里士多德”是严格指示词，它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称亚里士多德那个人，而“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非严格指示词，亚里士多德可能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因此，我们不能有摹状词确定专名的指称对象。

对于克里普克的这种论调，我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在“亚里士多德不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有进入语言共同体的认知之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就像，虽然有专家声称《道德经》应名为《德道经》，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道德经》仍然是老子的著作。如果设想的情形被我们的语言共同体所确认，那么，我们会切断名称“亚里士多德”与摹状词“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之间的关联，该摹状词将与另一个名称建立新的关联，因而其语义所指就变成另外一个人；而名称“亚里士多德”也许会与另外一个摹状词——“那位被误认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人”——建立关联。
因为我们真正传播和交流的是我们目前所认知的对象，是历史典籍中、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孔子。假如后来发现我们先前接受的关于对象某些描述弄错了，或者先前的描述很不充分，我们可以“更正”和“增补”描述，使得这种得到我们语言共同体的认可进入我们关于这些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之中，通过我们它们来确定相应名称的指称。
对于克里普克主张的专名的涵义不是确定其指称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言，我认为这并不构成否定名称有涵义的理由。因为，名称是对象的符号化代表，名称的涵义是对象特征在思维中的表征，我们通过名称的涵义识别其指称对象。因此，对于语言主体而言，他可以用他已有的认知“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描述“亚里士多德”，虽然并不充分，但通过这一描述仍然有助于帮助确定名称的指称对象。同时，与该语言主体处于同一语言共同体中的其他人，也能通过这一描述确定名称的指称对象。

对于克里普克主张，如果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是“亚里士多德”的涵义，那么“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这句话仅仅就是同语反复。因此，“当过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不可能是该名称（涵义的）一部分。对此，我认为，我们对于对象的认知是识别名称指称对象的方式，构成了名称的涵义。对这一事实有所认知的人而言，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指称对象就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的指称对象，因此，“亚里士多德”与“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可以说是同义的。“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这句话对他而言仅仅就是同语反复。但是，对于对这一事实并不了知的人而言，“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为他提供了新的认知，并非同语反复。
所以，语言共同体对对象的认知构成了我们识别对象的方式，我们在交流中也是对认知的表达和交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象特征在语言公共体思维中的表征是名称的涵义。关于一个名称的涵义和指称，在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我们单个人怎么想，而取决于该名称如何传到我们这里的整个历史，取决于我们的整个语言共同体。

综合以上论述，我认为，名称与其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一种形而上学关系，而是取决于我们的语言共同体使用它们去指称什么对象。我们的语言共同体对它们的理解在确定其所指的过程中将发挥作用。在某一语境中，我们通常借助于某些摹状词、说话者的意向、知识网络和背景条件等因素来确定名称的所指。

名称属于语言领域，对象特征的表征（名称的涵义）属于思想领域，对象（名称的指称）属于对象领域，我们通过涵义联系名称与对象。语言是工具，人们通过语言的使用来表达对对象世界的认知，这种认识既有客观的对象世界又有思想中的对象世界。
语义学并非不考虑语言使用者，它只是不考虑个别的语言使用者，却必须考虑语言共同体的，因此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和指称，是相对于语言共同体而言的意义和指称。所以，将语言作为自主自足的体系脱离人而理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一条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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